
范仲淹与北宋前期儒学复兴 

——兼儒学、道学、理学之概念 

罗   义   俊 

 

自魏晋以下，学者主流之思想无复儒家宗趣，至隋唐更多为佛学所吸引。于此，据陈善

《扪虱新话》和李贽《初潭集》卷二十载,王安石与张方平（1007—1091）曾有一段对话。

王问张：“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亚圣，后绝无人，何也？”张说：“岂无又有过于孔子者。”

王问：“是谁？”张说：“江南马大师（马祖）、汾阳无业禅师、雷锋、岩头、丹霞、云门是

也。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耳。”惟有宋一代，峰回路转。“太祖、太宗，丕变衰俗，

崇尚斯文”（1）。及真宗、仁宗间，设教崇学，儒学复兴，乃启宋明六百年儒学兴隆之运；

范文正仲淹与此有力焉。他是北宋前期收拾儒门、复兴儒学的第一人。 

                   

                  一、研究的回顾：一个不被重视的宋儒人物 

然而，在 20 世纪的宋学研究中，无论肯否，范仲淹几乎是一个不大被重视的人物。或

者因了庆历新政和《岳阳楼记》太有名的关系，他通常只是被看作是一位政治家、文学家和

诗人，而出现在一般通史和文学史的著作中；至于在一些著名的思想史、哲学史的著作中，

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侯外庐等的《中国思想通史》、劳思光的《中国哲学史》以及孙

叔平的《中国哲学史稿》等（2）却见不到他的身影。这种研究状况也影响了非汉语世界的

宋学研究。20 世纪 70、80 年代起，努力拓宽宋学研究范围的美国汉学界，虽然其视野已从

程朱学扩大到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的思想；但范仲淹对宋学的贡献仍是其一盲

点（3），引起注意的仍然是推行庆历新政的“宋代早期改革家”的角色。 

大约在一些其次的宋学著作中，才注意到范仲淹的宋学地位。较早的，如钱宾四著《宋

明理学概述》（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1953 年），大体依据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

案》，范仲淹得以立“节”，惜只是四百余字的“概述”。大陆坊间近有《中国理学》（潘富思、

徐洪兴著，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2 年），但于范仲淹只列一辞条。《宋学微言》（卢国龙

著，华夏出版社，2001 年），有较详的阐述；更详的是漆侠著《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河北

人民出版社，2002 年），其第二编第九章章题为“以范仲淹为领导的庆历新政与宋学的形式”。

对范仲淹在“宋学建立阶段”的“重大作用”（4），漆著有很好的肯定，但所论犹有阙略，

未能尽如人意。它给出的印象，重点仍在于庆历新政，又既不视庆历新政为一伟大儒者的外

王实践，亦未给出范仲淹以儒学家的身份。 

先师程先生应缪著有《范仲淹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凡范仲淹与宋学兴

起的相关行谊广有撰述，确认其受到儒学熏陶和对儒学精神的深切体会（5），提供了认识一

位伟大儒者的翔实可据的历史传记。先生《新论》于范仲淹虽不作渲染也不发议论，但在平

实叙述中实寓露极推崇之情意，喻文正之德可“具体”继承（6）。我少受先生教授《明 

(1)李攸：《宋朝事实》卷三〈诏书〉。 

(2)候著、孙著对与范仲淹有渊源的李觏列章撰述却不及范，颇可寻味。另如文革后被作为大陆大学教材的

萧萐父、李锦全著《中国哲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亦于范仲淹付诸阙如。余不赘举。 

(3)参见[日]吾妻重二〈美国的宋代思想研究—最近的情况〉，[美]田浩编、杨立华、吴艳红等译《宋代思

想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第 15 页，并参见该书田浩〈编者序言〉。 

(4)见漆著第 15 页。 

(5)见该著第 8、20、46、47、53、76、189 页。 

(6)〈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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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案》之精神激荡，终身所持乃道德普遍主义。尝为《中国文化世家》（湖北教育出版社，

将出）分编《吴文化世家》，追先生而自撰〈道德文章垂千古——姑苏范仲淹家族〉，史别亦

属传记类，重在叙其诗礼传家，并对范仲淹的宋学贡献有意预留了论述空间，以俟他日另撰。

今文以为程师十周年忌辰之纪念。 

                   

                二、儒学、道学、理学之概念疏说 

讲范仲淹对北宋儒学复兴的贡献，须对宋代的儒学有个概念说明。范仲淹之未能受到

20 世纪宋学研究的足够重视，亦未尝没有概念和专业上的原因。儒学乃古称，亦列代儒者

讲学之通称。宋代的儒学，指宋代儒者之讲学，此即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所记录者；

又有道学、理学之称。至关洛，已用“道学”一词，伊川（1033—1107）明言他们兄弟“倡

明道学”，道学之名乃渐行。南渡后，庆元党祸，“道学”被指为“伪学”而遭攻禁。弛禁之

后，渐由道学而称理学。因其宇宙论言“理气”，心性论言“性即理”，工夫论言“存理去欲”，

学皆以理为主，故称也。其实仍儒学、道学、理学之名互用。如黄东发（1213—1280）《黄

氏日抄》既屡言“本朝诸儒理学”，又不废“道学”之称。后人又简易其称曰“宋学”。 

但“道学”、“理学”之名，影响了后世对宋代儒学的理解。宋代的儒学，宗支派别，千

岩万壑，不胜其多，“全宋八十个学案”（7），没有一个可以拉掉。朱子门人以朱子得周、程、

张之传，，故后世或称理学每指濂（溪）、洛（二程）、关（张载）、闽（朱熹）之学。元托克

托《宋史》又在〈儒林传〉外别立〈道学传〉，入传的也就是濂、洛、关、闽，加上百源，

以及程氏门人、朱氏门人。这虽然自有其理由，却还是易给失于详察者以狭隘化的错觉，以

为此特殊的一支即宋学之全部，而忽略了其余尤是北宋前期的儒学。宗羲子百家曾批评其例，

指出：“十七史以来，止有《儒林》，至《宋史》别立《道学》一门，在《儒林》之前，以处

周、程、张、邵、朱、张（栻）及程朱门人数人，以示隆也。于是世之谈学者，动云周、程、

张、朱，而诸儒在所渺忽矣。先遗献（按：黄宗羲也）曰：……逮后性理诸书俱宗《宋史》，

言宋儒者，必冠濂溪，不复思夫有安定、泰山之在前也。”（8）清儒揭“汉学”的旗帜，以

与“宋学”严分壁垒，以为“宋学”将“心性事功，分为二道；儒林道学，判为两途”（9），

即专指所谓“独标性命之旨”的“濂洛关闽之学”（10），对“宋学”的概念显是理解狭了，

建立庆历新政事功的范仲淹跌出了其视野之外。这个观念一直影响到 20 世纪的宋学研究，

偏重形上学的哲学家、思想史家忽视关洛之前的儒学，自然也就不奇怪了。 

    可见，宋代的儒学、道学、理学之名虽可互用，但儒学的概念却具有更广泛的统摄性、

涵盖性，可统括道学、理学，而不会被狭隘化。《史记》以下历代正史设〈儒林传〉，意义原

亦十分清楚，乃“为传经而设，以处夫不及为（孔子）弟子者，犹之传孔子弟子也。历代因

之，亦是此意。”（11）十七世纪西方传教士称宋代的儒学为“新儒学”（Neo-Confucianism），

并流行于 20 世纪西方汉学界，（12）意涵中特指濂、洛、关、闽之道学理(7)缪天绶选注：《宋

元学案·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 年，第 7页。 

(8)《宋元学案》卷二《泰山学案》‘孟先生宗儒’百家谨按，上海,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1932 年。 

（9）江藩：《宋学渊源记·序》。 

（10）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一。 

（11）同注（8）。 

（12）与明学合称为宋明新儒学。此亦渐为中国学人所采用但概念更宽泛。参见刘述先〈有关理学的几个

重要问题的再反思〉（《国际朱子学会议论文集》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1993 年）牟宗三

先生《心体与性体》第一部〈综论〉第一章〈宋明儒学之课题〉第一、二节，拙著〈宋明理学的几个问题

和牟宗三的通释〉（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学，虽以“新”为前缀，但“儒”之名犹在，终究不能悖此传孔子之学、追随儒家传统之历

史文化意义和学术意义。濂、洛、关、闽虽蔚为宋学大宗主流，但万殊一本，亦终究产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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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儒学。“其实道学即儒学。非儒学之外别有所谓道学也。”（13）因此，本文取范仲淹

与北宋前期儒学复兴的关系，以论其对宋学的贡献，在逻辑上也具有合法性。宋代儒者讲学

之兴隆，实源起自范仲淹睢阳讲学也。 

                       

                  三、宋学滥觞——睢阳学统的正传 

宋代儒学复兴的社会学特点在其与官私学校的发展密切相关，而起源于私人创建的书

院。睢阳书院是宋初贡献最巨的一个重要的儒学复兴发源地，睢阳学统亦是庆历学统四起之

前的第一学统，范仲淹尝就学与掌教睢阳书院，正是上承睢阳学统下启庆历学统四起的中心

性的关键人物。 

睢阳书院，即应天府书院。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属京东西路，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

建为南京，故睢阳又称南京书院。原为五代末北宋初名儒戚同文的讲学之庐。戚同文，字文

约，宋州楚丘（今山东曹县东南）人，入《宋史》卷四百五十七〈隐逸传上〉。据《传》，戚

出身儒学世家，少从邑人杨悫受《五经》。时值五代晋末丧乱，绝意禄仕，且思见混一，遂

以同文为名字。将军赵直为筑室，戚氏乃就居聚徒讲学。真宗时获得大发展，大中祥符二年

（1009），应天府富民捐资就戚同文旧居增建学舍一百五十间，聚书数千卷。次年真宗赐额

“应天府书院”。其地旧称睢阳，故人称戚同文为睢阳先生，又称应天府书院为睢阳书院。

在宋代的儒学中，同文之学即称为睢阳学统。 

睢阳与白鹿洞、岳麓、嵩阳并称宋代四大书院，但在宋初，后三书院对儒学复兴的影响

显然不及睢阳（14）。如白鹿洞书院的发展则要到南宋朱熹重建之后。这当然与戚同文讲学

的号召力及其学统有关。戚同文讲学睢阳，《宋史》本传称“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登

第者五十六人，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滕涉，皆践台阁”。 宗度、

举进士，仕至京西转运使；许骧，与吕蒙正齐名，官至兵部侍郎；高象先，仕至光禄大夫；

郭成范，以司封员外郎致仕；王砺，太平兴国进士，官至屯田郎中；滕涉，为给事中。睢阳

弟子人才之盛显见得突出于其他书院之上。范仲淹有文《南京书院题名记》尝记书院之盛与

“师门之礼教”，说：“戚公同文，以贲于丘园，教育为乐。门弟子由文行而进，自故兵部侍

郎许公骧而下，凡若干人。”谓扩建以后，“士也如狂，望兮梁园，归欤鲁堂，章甫如星，缝

掖如云。”至于讲学，则“讲义乎经，咏思乎文。经以明道，……文以通理”；“通《易》之

神明，得《诗》之风化，洞《春秋》褒贬之法，达礼乐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书，博涉

九流百家之说，盖互有人焉。”所培育的人才，则经世与乡教者兼有，“廊庙其器，有忧天下

之心，进可为卿大夫者；天人其学，能乐古人之道，退可为乡先生者，亦不无矣。”认为南

京书院“使天下庠序，规此而兴；济济群髦，咸底于道。”肯定了睢阳学统复兴宋学的首创

之功。 

    睢阳学统具有宋学兴起的最基本的特点，为矫五代以来文教风俗之浇薄，坚苦励行，恢

复先儒修己治人的道德仁义精神，重内圣而不弃经世，以人格立师道，而生根于社会，宋初

儒者这个基本的存在形态和儒学最基本的特点，正为睢阳学统所展现而为其学脉所在。戚同

文纯粹质直，拯济贫乏，以道义自富，在躬行道义上建立人格和师道。由是深为乡里（13）

李顒：《二典集·至屋答问》，转引自陈荣捷《宋明理学之概念与历史》，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1996

年，第 293 页。 

（14）王应麟《玉海》以白鹿洞、岳麓、睢阳、嵩阳为宋四大书院。马端临《文献通考》则以白鹿洞、石

鼓、应天府、岳麓为四大书院，并指出嵩阳后来无闻。但石鼓之贡献及影响亦不能比睢阳。参见陈元晖等

编著《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 年，第 14 页至 19 页。 

 

推服，门人追号“正素先生”（15）。范文所谓门弟子“廊庙其器”，“相继登科，未见其止”，

正可说明睢阳其人虽隐德高于当世，但其学实并重治平；而乡教更使其学深根于社会。袁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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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絜斋）《四明教授厅壁续记》说：“国朝庠序之设，遍于寓内，自庆历始。其卓然为后学师

表者，若南都之戚氏，泰山之孙氏，海陵之胡氏，徂徕之石氏，集一时后秀，相与讲学，涵

养作成之功，亦既深矣。”（16）这段文字说的是庆历学统四起官学遍设时的情形，但据《宋

元学案》及《宋史·儒林列传》，庆历之前虽有聂崇义、邢昺、孙奭诸儒，称“学统”者却

只有睢阳，而泰山、海陵、徂徕讲学则还要在范仲淹天圣掌教睢阳之后。 

范仲淹是睢阳学统之英翘,为戚氏门弟子中唯一入正史别立一传及《宋元学案》中独立

立案者。字希文，时人称范履霜。卒，谥文正。后人咸尊之，称范文正公。生父范墉早逝。

初从继父姓，以朱说名登进士第，至天禧元年（1018）始归宗易名。少年时跟着继父朱文翰

游宦而随处读书。自大中祥符四年（1011）22 岁别母去应天府“依戚同文学”（17），至大

中祥符八年（1015）举进士及第，在睢阳学舍五年，刻苦而学成，“大通《六经》之旨，为

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孝弟忠信”（18），得睢阳之正传。识者认为范仲淹一生行谊实根基于睢

阳之学：“厥初宋时，天下有四书院，应天府书院为首。先是郡人戚同文聚徒讲授，士不远

千里而至，文正公亦依之以学。同文为人，质直尚信义。宗族贫乏，则賙给之，丧，则赈恤

之。不积财，不营居室。或勉之，辄曰‘人生以行义为贵，安用？’是‘义’一字，实与公

意合。暨公登第立朝，为守为帅以至大用，名位日盛，禄赐日厚，遂成义庄义学。”（19）范

仲淹晚年守杭州时，子弟们知他萌有退志，请求为他治第洛阳以为养老之地。他不予认可，

说：“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其思想和语言与戚同文如出一辙。范仲淹

常自诵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远绍的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谁与易之”（《论语·微子》）和“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的孔孟情怀；

而近看，由前引《南京书院题名记》所谓“廊庙其器，有忧天下之心”可知，乃是睢阳血脉

的秉承和光大。范仲淹又有《睢阳学舍述怀》（21）诗，亦说明正是睢阳之学使他充满“但

使斯文天未丧”的儒者情怀，培养了他学以用世“泽民”（22）和复兴儒家理乐文教的志向

和使命感。范仲淹继承、发展和豁显了睢阳学脉；而睢阳之学亦正赖此得以光大传世。所以

后来《宋元学案》将范仲淹之学标识为“睢阳所传”。 

                  四、开万世道统之传，宋儒理学渊源之祖 

    宋学至仁宗庆历学统四起而始盛。《宋元学案》以述海陵胡瑗的《安定学案》，述泰山孙

复、徂徕石介的《泰山学案》列为全书卷首，而以述范仲淹的《高平学案》次之。这是将胡

瑗、孙复、石介视为宋学之始的处理，它深受程朱的影响。黄百家《泰山学案》案引黄宗羲

说：“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

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全祖望《序录》亦如此说明这个案序言

的理由：“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不过全氏已经看到睢

阳学统和范仲淹于宋学亦有荜路蓝缕用启山林之功，只是未细察其中先后关系，修（15）《宋

元学案》卷三《高平学案·隐君戚正素先生同文》。《宋史》本传追号“坚素先生”。 

（16）《宋元学案》卷三《高平学案·隐君戚正素先生同文》王梓材案。 

（17）《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列传〉。又，本文范仲淹行状系年皆依四部丛刊本《范文正集》附《年谱》，

及《范仲淹新传》附〈范仲淹事迹著作编年简录〉。 

（18）《范文正公年谱》页一；欧阳修：《范公神道碑铭》，见《范文正公集》附《褒贤录》。 

（19）牟巘〈义学记〉，见《范文正公集》附《褒贤祠祀》卷二。 

（20）《续资治通鉴》卷五十二〈仁宗皇祐四年（1052）〉。 

（21）《范文正公集》卷三。 

（22）叶大发《高邮军兴化县重建范文正公祠堂记》曰：“昔文正公为士时，已有泽民之志。”见《范文正

公集》附《褒贤祠祀》卷一。 

补时乃一循黄氏原案序。全著《庆历五先生书院记》说：“有宋真、仁二宗之际，儒林之草

昧也。当时，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阳戚氏在宋，泰山孙氏在齐，安定胡氏相与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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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正学，自拔于尘俗之中。亦会值贤者在朝，安阳韩忠献公，高平范文正公、乐安欧阳文忠

公，皆卓然有见于道之大概，左提右絜，于是学校遍于四方，师儒之道以立。而李挺之、邵

古叟辈，共以经术和之。说者以为濂、洛之前茅也。”而范仲淹于宋学复兴中的原有地位终

不能显。黄、全《宋元学案》的编序及其理由为后世治宋学者所本，而范仲淹之未获上述

20 世纪学者的重视，其中恐亦受到黄、全之影响也。 

但是，无论庆历学术兴起，还是三先生的讲学，无不与范仲淹有关系。先说三先生，于

齿则弱于范仲淹（23）；于学，石介为“高平门人”，安定、泰山虽名列“高平讲友”，其实

都是范仲淹的后学，并为范仲淹所识拔。《高平学案》原为全祖望所特立，其后底稿遗失，

幸存者仅三传弟子韦许一传，至王梓材（1792—1851）校刊时始获修补。王梓材已经有见于

范仲淹与三先生的学术关系，指出：“安定泰山诸儒，皆表扬于高平”。同时还指出：“高平

实发原睢阳戚氏。”（24）依此，则宋初儒学的脉络，不是由安定、泰山、徂徕三先生并睢阳

而范仲淹，而应是：睢阳戚氏—〉范仲淹—〉三先生。范仲淹为北宋前期儒学复兴的中心人

物确然无疑，如以安定、泰山、徂徕三先生为宋学之先河，则范仲淹实为此宋学先河之先驱。

从事上看，范仲淹正式以一个先驱者的地位和角色，通过掌教睢阳、识拔后学与奏请天下州

县皆立学校，领袖群伦，推动了北宋前期的儒学复兴运动。 

   仁宗天圣五年（1027），晏殊罢枢密副使，出守南京。时范仲淹丁母忧居南京。晏殊好贤，

闻范仲淹名，乃延请范仲淹掌教应天府书院。范仲淹掌教睢阳，有三大特点：其一，立师道；

其二，定学规；其三，一皆以修己躬行和道德人格为基本。据《范文正公集》附《言行拾遗

事录》卷一，他“常宿学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甚至，“出题使

诸生作赋，必先自为之。欲知其难易及当用意，亦使学者准以为法。”（25）晏殊在次年推举

范仲淹担任馆职亦说他“退处睢阳。日于府学之中，观书肆业；敦劝徒众，讲习艺文；不出

户庭，独守贫寒，儒者之行，实有可称。”（26）其后，范仲淹终身以门生礼事晏殊，“虽名

位相亚，亦不敢少变。……闻者皆叹伏”（27）范仲淹以身先儒行和谨守弟子礼，明立了师

道之尊。黄东发曾谓师道之立，始自安定（28）。其实源自范仲淹。即睢阳学规，亦是后来

安定苏（州）、湖（州）学规的滥觞。至于史称安定湖州教授“倡明正学，以身先之”（29），

则显然有范仲淹掌教睢阳的影子。范仲淹“以身先之”的儒学精神和教学风格吸引了天下学

子，“由是四方从学者辐凑。其后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30）其中有

后来成为宋代名臣的富弼、张方平（31），而泰山孙复亦在其弟子行中。孙复家贫，范仲淹

先是赠资助学，继又为他安排学职支薪，使他得以免除奔波家乡书院之（23）范仲淹生于太宗

端拱二年（988）8 月，胡瑗生于淳化四年（993），孙复生于淳化三年（992），石介生于真宗景德二年（1005）。 

（24）《宋元学案》卷三〈高平学案序录〉按。 

（25）《范文正公年谱》天圣五年夏六月条摘引。 

（26）《范文正公年谱》天圣六年条。 

（27）《范文正公集》附《言行拾遗事录》卷一。 

（28）《宋元学案》卷二《安定学案》附录。 

（29）《宋元学案》卷一《安定学案》。 

（30）同（25）。 

（31）富弼在天圣元年范仲淹任兴化县令时已拜入门下，其《祭（范文正公）文》有云：“某昔初冠，识公

海陵。……始未闻道，公实告之。未知学文，公实教之。”冯云濠《高平学案》按引楼攻媿〈跋张方平上范

文正书〉云：“文正讲道睢阳，乐全（张方平）以文受知。晏元献公欲择二婿，其一则富文郑公，其二则乐

全。可知其时富与张同在睢阳。《年谱》天圣八年亦追记其事。 

间以养母的劳忧，安心于学。范仲淹甚喜孙复，授以《春秋》。孙复亦追随范仲淹，次年 12

月，范仲淹赴京馆职，他亦辞学职而归。后十年，孙复筑居泰山，聚徒著书，讲授《春秋》，

称“泰山孙先生”。显然，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范仲淹掌教睢阳的这三大特点，延续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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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了睢阳学统，为北宋儒学的复兴确定了具体可循的轨道，树立了兴学立教的范式，培养了

一批经世儒臣和儒家学者，而把应天府书院办成了宋初儒学复兴运动的摇篮。 

由于历史资料的缘故，我们无法从统计学上确切知道这个摇篮所诞育的儒生数字和更多

的人名，但却可以看到范仲淹一生对劝学育才所表现出来的不懈的热情。他入仕三十七年，

无论是供职京师还是出任地方政府，几乎都在识拔后学，由是带动和组织了一些在北宋享有

盛名的儒学家，推动了这场儒学复兴运动。从一些私人信件中，我们了解到，范仲淹任职地

方，在处理繁忙的民事公务之后，经常延见诸生，讲习诗书礼乐，以尽“师门之礼训”（32）。

景祐元年（1034）九月他知苏州，先是欲召孙复到吴中讲授（33），继于次年就自己的宅基

南园筑建学舍，奏请立郡学，并聘请胡瑗为教授。胡瑗所立郡学学规，则得范仲淹长子纯佑

之助而实行，而“自是苏学为诸郡倡”（34），且甲于东南。又次年，范仲淹向朝廷推荐胡瑗

知晓音律，胡瑗以白衣召对崇政殿，授为秘书省校书郎，由是名显于朝。其后，范仲淹的好

友滕宗谅（子京）知湖州，聘胡瑗为郡学教授，胡瑗在苏州、湖州讲学凡二十余年，乃与孙

复在泰山、石介在山左徂徕讲学为宋初儒学复兴运动的南北重镇。“宋仁之世，安定先生起

于南、泰山先生起于北，天下之士，从者如云，而正学由此造端矣。”（35）胡瑗初在泰山与

孙复、石介同学。石介尝寓学于睢阳书院；“入为国子监直讲，学者从之甚众，太学由此益

盛”（36）。孙复亦尝为范仲淹及富弼举荐得除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既居太学，其

徒益众，太学至不能容，取旁官舍处之。”（37）全祖望说，安定之门，先后达一千七百余人

（38）。三先生讲学之盛，标志着北宋前期儒学的复兴。而凡此，正可见范仲淹兴学育才，

识拔后学之首功。 

    在范仲淹识拔的后学中，还有后来更有名的李覯和濂洛关闽的关学代表张载。李覯（1009

—1059），建昌军南城（今属江西，县治今名建昌镇）人，就是为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

作一字千金之易（易“德”为“风”）的儒学家，少范仲淹 20 岁，亦是范仲淹的门人。史载，

“仲淹门下多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覯之徒，纯仁皆与从游。”（39）景祐三年（1036）

范仲淹谪守饶州，建立郡学，生徒渐盛，李覯亦来寻访。宝元元年（1038），范仲淹在润州

初建郡学后，书召李覯“屈节教授”。次年守越州又召李覯来卜居讲学。庆历初李覯举茂才

异等不第，归而倡立盱江书院，善讲论《六经》，四方来学数百人，人称盱江先生。范仲淹

称誉“斯人之才之学，非常儒也”（40）；皇祐二年（1050）荐为试太学助教。盱江（32）《范

文正公集》附录〈与晏尚书〉：“……稍稍而息。乃延见诸生，以博以约；非某所能，盖师门之礼训也。”以

博以约，即《论语·雍也》所谓“博学以文，约之以礼”。钱穆《论语新解》注：“文，诗书礼乐，一切典

章制度，著作义理，皆文也。”“约，要也。所博学之者，当约使归己，归于实践，见之行事也。”成都，巴

蜀书社，1985 年，第 152 页。 

（33）《范文正公集》附《尺牍》卷下〈与孙明复〉。 

（34）《宋史》卷三一四《范纯佑传》：“瑗立学规良密，生徒数百，多不率教，仲淹患之。纯佑尚未冠。辄

自入学，齿诸生之末，尽行其规，诸生随之，遂不敢犯。自是苏学为诸郡倡。”又，仲淹之甥滕元发亦安定

门人。 

（35）《宋元学案》卷五《古灵四先生学集》全祖望案。 

（36）《宋史》卷四三二《儒林二·石介传》。 

（37）《宋史》卷四三二《儒林二·胡瑗传》。 

（38）同（35）。 

（39）《宋史》卷三一四《范纯佑传》。 

（40）《范文正公集》卷十八〈荐李觏并录进礼论等状〉。 

之学为宋初之闽学，学者或以为是王安石的先驱，总之亦是庆历学统四起的重要一支。 

即使在西北为将帅经略繁忙的军务时，范仲淹都不忘为后学发蹤指示。康定元年（1040），

范仲淹以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时张载（1020—1078）年方弱冠，喜谈兵，上书来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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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见而知其远器，以“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诲之，并授以亲手抄写的《中

庸》。张载“遂翻然志于道，己求诸释、老，乃反求之《六经》。”（41）终于成为关中士人宗

师，世称横渠先生。南宋江西学者汪应辰（1119—1176）有〈与朱子书〉，尝谈及此事，说：

“范文正公一见横渠，奇之，授以《中庸》。若谓从学则不可。”王梓材针对其说，有所补正，

说：“横渠之于高平，虽非从学；然论其学之所自，不能不追溯高平也。”（42）汪说拘泥于

“从学”的形式，王说始近年龄相差三十几的范、张之间“传道、受业、解惑”的实际。横

渠之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43）。可见范仲淹之劝读《中

庸》，实启导了关学，王梓材说是。历史常是各种因缘的和合。若无范仲淹的指拨点化，张

载完全有可能“惑”于兵、释、老；这当然并非无意义，但已是另一番人生，宋学之盛也就

少了一位大儒。所谓“翻然志于道”，也就是翻然从师道矣。所以《宋元学案》还是以“高

平门人”来标识“横渠学案”之学脉。而百家亦承乃父例意说：“（横渠）先生少喜谈兵，

本跅弛豪纵士也。初受裁于范文正，遂翻然知性命之求。”（44） 

横渠之学又称关学。关学与洛学（二程）、濂学（周濂溪）为庆历学统四起之后宋代儒

学大盛（即上节所谓理学时代）的标志，此三大学系其实与范仲淹都有关系。高平之学与横

渠已确然为宋学之一直接谱系。濂溪（1017—1073）则称“高平讲友”（45），但他少范仲淹

要近 20 岁，其实亦高平之后学。洛学之二程小程子伊川（1033—1107）尝游太学，为胡瑗

识拔而为“安定门人”（46），此见洛学不只渊源于濂溪，亦启自安定。如此，范仲淹通过安

定下启洛学亦成谱系。因此，濂、洛、关学之兴，竟亦不能不首推范仲淹识拔启导之功。朱

熹论宋代道学之发展，即说：“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

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数公。”（47） 

随所到任所、兴建学校，已经表现了范仲淹的不遗余力，而他更大的努力则在敦促中央

政府复古劝学，数言兴学校，本行实。天圣三年（1025）他以文林郎守大理寺丞上书，奏请

朝廷鉴五代师道之废文风之浇，“敦谕词臣，兴复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于台阁，以救斯

文之薄而厚其风化”（48）。天圣五年（1027）丁忧期间犹“冒哀上书”执政，敦请“慎选举，

敦教育”，并“先于都督之郡，复其（三代）学校之制，……辟文学掾以专其事，教之以诗

书礼乐，辨之以文行忠信”（49）。庆历三年（1043）八月，范仲淹入阁任参知政事，终于得

到了在全国振兴斯文的机会。庆历新政是他作为一个伟大儒者从政后的外王事功，虽然兴学

校不见于他所列奏的十事中，但确是新政中的一大内容。庆历四年（1044）春， 

 

 

 

（41）《宋元学案》卷十七《横渠学案·张载传》。 

（42）《宋元学案》卷三《高平学案》附录及王梓材按。 

（43）《宋史》卷四二七《道学一·张载传》。 

（44）《宋元学案》卷十七《横渠学案·张载传》百家按。 

（45）《宋元学案》卷十一《濂溪学案上》，卷三《高平学案》。 

（46）《宋元学案》卷十五《伊川学案》，卷一《安定学案表》。 

（47）《朱子语类》卷一二九《自国初至熙宁人物》。 

（48）《范文正公集》卷七〈上时务书〉。 

（49）《范文正公集》卷七〈上执政书〉。 

范仲淹奏请天下州县皆立学校（50），仁宗诏“建学兴善”，州郡奉诏（51）。五代以来，学

校废弛，至宋太宗、真宗时犹仅国子监太学而已；书院都是民办的。《续资治通鉴》卷三十

七述睢阳改应天府晏殊延范仲淹为教，谓“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说有

误。史称学校兴废，皆指官学。此时之应天府书院仍是民办，要到景祐二年（1027）始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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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且也只是区域性的。所以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陈垓《高邮军兴化县重建县学记》

说：“诏天下州县皆立学，仁宗朝参知政事范仲淹请也。”（52）元至正十年李祁撰《文正书

院记》亦说：“学校之遍天下，自公始。”（53） 

范仲淹奏请天下州县皆立学校与北宋前期儒学复兴运动是紧密相连的，它是庆历前范仲

淹在各地兴学育才、组织学者讲学运动的产物，所建立的学校实施的都是儒家教育。这个认

识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的事实得到支持。第一，据前引《宋史·选举志三》，仁宗颁“建学”

诏时的背景是天下“士之服儒术者不可胜数”，私学已不能适应。第二，天下皆立学校的同

时，并取胡瑗执教苏、湖二十余年经验的教学良规为太学法（54），而示范天下学校。胡瑗

教学以经义和治事实即儒家内圣外王学为二大内容。第三，同时还配合实行科举新法：本道

使者，选举部属官为教授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艺者。士须在学三百日，乃听预秋试。

试于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利、亏行、冒名等禁。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而罢

帖经墨义。“教士于学，则州举本于行实，试先策论，则士子留心治乱；考问大义，则执经

者不笃于记诵”（55）。如此，儒家内圣外王经世济时之学自然为世所重。范仲淹奏请天下州

县皆立学校既适应了北宋儒学复兴运动发展的需要，又进一步推动了儒学复兴运动的蓬勃发

展，这结果就是庆历学统四起，宋初学术之盛由书院讲学兴起到官学私学皆盛，儒学复兴之

势终于不可扭转。 

    现在，范仲淹在北宋儒学复兴运动中杰出的地位和作用，已经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了。在

范仲淹的周围，随时随地都聚集着一个儒学群体，除了他的门弟子、讲友外，还有“高平同

调”韩琦、欧阳修，交游中有尹洙、梅尧臣、蔡襄等，与他声气相同；又有四子三孙克承家

学，俱是《宋元学案》中人。由于是北宋前期儒学复兴运动的伟大先行者、组织者，和“一

生粹然无疵”（56）的儒者人格，在庆历诸魁儒中，范仲淹享有很高的声誉，而为士望所归。

诸魁儒得英才愿向他推荐。如尹洙得狄青，推荐给他，他授以《左氏春秋》。士建中讲学，

与孙复同时而起，为孙所重而推荐到范仲淹处。曾巩曾持欧阳修信从南丰长途跋涉到余杭谒

范仲淹。士以得识范仲淹为幸。泰山门人刘牧为州军事推官时，闻范仲淹至，“大喜曰：‘此

吾师也’遂以为师。”范仲淹勉以实学（57）。慈溪隐儒杨适隐居于大隐山,人称杨大隐，拒

见政府官员，及范仲淹守越州，他却主动去求见。后来的苏轼以不及识范仲淹为平生之恨。

仅此断鸿残爪的史迹所透露的讯息,已足可说明范仲淹生时确为朝野士林所重慕，而被奉为

“一世之师”（58），是北宋前期儒学复兴运动“卓冠群贤”（59）的领袖。“一（50）《续资治

通鉴长编》卷一四七庆历四年三月甲戌条：“范仲淹等意欲复古劝学，教言兴学校，本行实，诏近臣议。”

《范文正公集》卷七《邠州建学记》云：“庆历甲申岁，予参贰国政，亲奉圣谋，诏天下建郡县之学，俾岁

贡群士，一由此出。” 

（51）《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52）《范文正公集》附《褒贤祠祀》卷一陈垓《高邮军兴化县重建县学记》。 

（53）同（52）卷二，李祁《文正书院记》。 

（54）同（51）。 

（55）张孟伦：《宋代兴亡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年，第 19 页。 

（56）《宋元学案·序录》。 

（57）《宋元学案》卷六《士刘诸儒学案·刘牧传》。 

（58）《范文正公集》附《祭文》舒王〈祭文〉。 

（59）同（53）。 

世之师”就是一代之儒学领袖。 

在范仲淹身后、近现代宋学研究之前的中国历史上，范仲淹为宋代儒学复兴开先河的贡

献和宋学谱系中的地位，是得到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的。为省论述，这里详引两节总括性的

文字。一节，确认他“开万世道统之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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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其察泰山孙氏于贫寠中，使得以究其业； 

延安定胡公入太学，为学者师。卒之，泰山以经 

术，大鸣于时；安定之门，人才辈出，而河南程 

叔子尤遇赏拔。公之造就人才已如此。其后横渠 

张子，以盛气自负，公复折之以儒者名教，且授 

之以《中庸》。 卒之关陕之教，与伊洛相表里。 

盖自《六经》晦蚀，圣人之道不传，为治者不知 

所尊尚。寥寥以至于公，而后开学校，隆师儒， 

诱掖劝奖，以成就天下之士。且以开万世道统之 

传，则公之有功名教,岂少哉?……夫子之道，与 

天地无穷；而公之功，则与夫子之道为无穷也。（60） 

次节，确认他为“宋儒理学渊源之祖”，说： 

    吴中祀典最著者：泰伯，子游，暨公而三。 

公逊田赡族，舍宅建学，有泰伯之心。以《春秋 

》授孙明复，以《中庸》授张横渠，又延胡安定 

入太学，为诸生师；濬发道脉于濂、洛、关、陕 

之前，其功与子游学道相表里。……盖惟本公为 

宋儒理学渊源之祖（61） 

这两个确认，是事实意义的学术判断，不是出自官方需要的政治结论。事实意义的学术

具有真实性，确乎而不可移易。 

             五、余论 

还有几个必须交待的问题。 

第一，我们不能作出以下的误解：认为范仲淹对宋学兴起的贡献，也就是这些组织领导

和社会政治教育活动，并凭此获得学术领袖的声誉和地位。那种仅从庆历新政角度上去强调

范仲淹的宋学贡献，确很容易造成这种误解。当了政治领导就要做学术领袖，甚至当然就是

学术领袖，有了官位就有“学位”，概言之，以“位”为“师”，中国古代从来没有这个传统。

范仲淹首先是“士”，然后才是“大夫”；首先是“大通《六经》之旨”的儒学家，然后才是

从仕而不曲学的儒臣和实施新政的政治家。他是因“学重于天下而士得师矣”（62），“以正

大之学卓冠群贤”的。（63） 

    惟范仲淹更是一实践型的儒家，他的儒家思想，除了《易义》、《说春秋》（佚）这样的

专门著述外，多散见于诗、赋、论、议、奏、表、记、书、状等各类文字中，这各类文字则

贯串于他一生的政治社会教育活动。尽管这种非直接的方式不具备今天的哲学的精严构造要

求，很难引起今人的理论兴趣，这恐怕也是范仲淹的宋学地位被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它

具有宋代儒学切近而明白的基本特点，亦并不妨碍我们可以大体勾勒出他的儒学思想 

（60）元至正十年（1350）李祁：《文正书院记》，《范文正公集》附《褒贤祠祀》卷二。 

（61）明万历甲辰（1604）陆树声：《重建文正书院记》，《范文正公集》卷九，上海，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

本，1937 年。 

（62）朱熹：《答周益公三》，见《朱子大全》卷八十三，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四部备要》本，第 12 册，

第 26 页。又《范文正公集》附《褒贤祠祀》卷二度宗咸淳十年（1274）〈吴郡建祠奉安郡守潜公讲义〉。 

（63）同（53）。 

规模。范仲淹由“师经探道”（64）之思路，将经学转成道学，建立了以道释《易》、以《易》

论政的《易》学，又从其《易》学转出“穷理尽性”（65）的观念、从其《春秋》学中转出

“尊王黜霸”（66）的观念，为宋儒开道体大用、内圣外王的方向和规模；此外，以“天民”

（67）观念确立民本思想，又提出“信道养性”（68）的工夫论观念，以及宗经劝学、“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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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道”（69）的教育思想，“文辞贯道”（70）的文学思想，还有“化人”、“和民”（71）的音

乐功能论，等等。凡此，都是他的儒学成就，对宋学的发展有很大意义。唯本文限于篇幅，

亦不遑详述，须另文阐释也 。 

第二，由前面所述，我们已知，无论是三先生之讲学，还是庆历学统之四起，无不与范

仲淹之开启与表扬有关。而且按古代在野序齿不序爵之礼，范仲淹又均年长于三先生，于齿

于学，三先生都是范仲淹的后学，而《宋元学案》却列三先生于《高平学案》之前，那为什

么？或以为其中有深意存焉。王梓材《宋元学案·序录》案云：“高平行辈不后于安定、泰

山，而庐陵亦当时斯道之疏附也。谢山编次《学案》，讬始于安定泰山者，其意远有端绪。

故高平、庐陵次之。”其深意远绪为何？王氏未说。今儒唐君毅先生有见，他指出其意即在

崇私人讲学，说：“《宋元学案》不以范仲淹、欧阳修等曾作大官的人为首，而以私人讲学

之三先生为首，亦如《明儒学案》之以私人讲学吴康斋为首，同是认定只有私学，才能开一

代之学风。”（72）其意颇佳。但范仲淹受学及掌教时的睢阳书院，都还是私学性质；此已见

前述，而黄宗羲、全祖望未能细察。其案序既与宋初儒学复兴事实不合，又违反了编年史原

则，以致范仲淹的宋学先茅之地位不能豁显，终是缺失也。 

第三，按儒家的观点，范仲淹一生粹然无疵，不只是有宋一代名臣名儒，实是千古完人、

百世师表。史称，他身后二、三百年间，天下郡县凡他所到之处，都为他立祠而奉祀。南宋

末平江府太守潜某为吴郡建范文正公祠，祠记极称其道德文章、功名事业，“实为我朝第一

流人物”（73）。并以春秋鲁穆叔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之说，讲评范仲

淹，认为范仲淹修身齐家、处宗族、待闾里、居官行事、爱民利物，无不贯彻浩荡充沛的仁

义精神，而上得朝廷中得士大夫下得闾里之仰慕倾向，“深服人心”。极赞他“就仁义上立脚，

做了天地间第一等人”，推崇他功、德、言“三者俱立”，一身兼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圣

人之德，“而可为百世之师也。”（74）朱熹也推崇范仲淹为“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75），

“杰出之才”（76），“可为百世之师表”（77）。所谓三者俱立，通俗地说，就是做人做事做

学问三者一致。所谓百世之师就是永远伟大的教师，永垂不朽的天下表率。故范仲淹后从祀

孔庙，称先儒范子，实其宜也。 

第四，范仲淹身后，近千年来，大约除了王夫之对其做事有所微言（78）外，始终受到

广泛敬颂，即使在那疯狂的批孔反儒年代里，犹被视为革新家而受敬，这是连孔孟都未能取

得的历史待遇。我姑称之为“范仲淹现象”。这个现象很有趣，也很有意思。范仲淹是粹然

无疵的醇儒。因此，它既是评价人物是非的一把标尺：如果范仲淹是值得肯定的，那么儒家

思想和所有儒家人物也就不应率尔否定；同时，它又是一面镜子：可以照见近现代反孔批儒

在认识和评判上的非一致性，犯了形式逻辑上的矛盾律。这种非一致性，一方面固然表示着

范仲淹千古完人的形象近千年来已“深服人心”，而确乎不可亵渎；另一方面也显示着近现

代反传统反儒思潮的思想混乱，说明他们深深的观念的偏见。现在，可以看出“范仲淹现象”

的现代意义了。这就是它足以启示我们应当深入反省近现代的反儒学思潮，认真清理其中的

意底牢结了。 

（64）《范文正公集》卷六〈尹师鲁河南集序〉。 

（65）《范文正公集》卷二十〈蒙以养正赋〉。 

（66）《范文正公集》卷六〈说春秋序〉。 

（67）《范文正公集》卷十〈祭杜待制文〉。 

（68）《范文正公集》附录《文正公尺牍》卷下〈知郡职方〉。 

（69）《范文正公集》卷十五〈代胡侍郎奏起余杭学名额表〉。 

（70）《范文正公集》卷十八〈举丘良孙应制状〉。 

（71）《范文正公集》卷二十〈今乐犹古乐赋〉。 

（72）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册，台湾学生书局，1988 年，第 173—1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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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范文正公集》附《褒贤祠祀》卷二〈建置祠堂〉。 

（74）《范文正公集》附《褒贤祠祀》卷二〈吴郡建祠奉安郡守潜公讲义〉。 

（75）《范文正公集》附《诸贤论颂》“朱文公曰”。 

（76）同（47）。 

（77）同（62） 

（78）王夫之《宋论》卷四〈仁宗〉，以为王安石变法之纷纭，皆自庆历新政而启。 

                                           2004、4、13 

                                           闰二月二十四 

（原载《程应镠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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